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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一是从“西方中心主义”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二是从“中国中心
观”到“时空双向交叉比较史观”的转变。前者以柯文为代表，探讨了中国史研究中以何者为参照系的问题；后者以加州学派王国斌为代表，探
讨了单向度参照系的科学性和如何比较的问题。从比 较史观而言，“中国中心观”蕴涵的方法论意义即是要摆脱中国史研究中被动、片面而绝
对地以西欧经验为参照系的束缚，强调从中国内部探索中国历史的真相，进而探讨隐藏其后的历史观———传统与现代性问题，意欲重新检讨中
国史研究始终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注脚的依附局面，它推动了中国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但“中国中心观”因过分注
重内在因素而对外在影响重视不够而遭遇尴尬，且在本质上未能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羁绊。王国斌的“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比较史
观”则彻底抛弃了中心和边缘的观念，有助于学界走出不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中国中心观”在某种程度上所导致的尴尬局面，从而为美
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打开了另一扇透视中国的新视窗，标志着世纪之交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又一新转向。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受费正清与李文森等人影响，一直都以西欧经验作为参照系。简言之，该时期美
国学者主要围绕“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模式展开对中国史的研究。而在国内，学术界对于现代化过程普遍采取简单笼
统的认同态度，而没有对现代化的各种理论框架提出反思性的批判，远未形成具有本土解释和反思能力的有效性框架。但从70年代以来，在美国
逐渐发展起一种与之相反的日益明显的趋势，在对上述三种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产生质疑和提出挑战的同时，倡导以中国史为出发点，深入精
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柯文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并加以理论阐述，称之为“中国中心
观”。从而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垄断地位，摆脱了中国史研究中被动、片面而且绝对地以西欧经验为参照系的束缚，为科学全面地理解和
认识中国历史打开了新视窗。  
   

        事实证明，自1984年柯文倡导的“中国中心观”以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尤指近世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中国传统制度和社
会变迁因素的分析渐呈多元并趋、群论争鸣的态势，出现了诸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周锡瑞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
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这种“中国中
心观”扭转了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中国史研究局面，并意欲走得更远更彻底，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即是一例。黄宗智等学者则号召在
中国研究中彻底抛弃西方认识规范，以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学，但事实上在许多具体研究中还未能彻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  

  毋庸讳言，相对“西方中心主义”而言，“中国中心观”确实具有库恩所说的范式变革作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方法论也遭遇尴尬。
巴勒克拉夫曾指出：“推进当代历史研究不仅在于集中批判欧洲中心论，而且还必须在其他方面付出同样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
性，抛弃中心和边缘的观念，不论这个中心是位于欧洲还是位于中国。”吴承明也指出“中国中心观”并非认识中国特色的最佳途径。而柯文本
人在面对“中国中心观”的各种评论中也有新的阐发。王国斌敏锐地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发生的危险倾向，认为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固
然失之偏颇，但从其他的中心论出发来进行比较，情形亦然。所以，他不赞成任何以“中国经验”或“欧洲经验”为准的单向估量，主张在中国
与欧洲历史之间作互动式的往复比较。“时空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就是在全面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观”基础上提出的，其核心就
是探讨单向度参照系的科学性和究竟如何进行比较的问题。 

 
  与柯文否定“欧洲中心论”不同，王国斌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但又不拒绝欧洲经验。他认为：“不应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就断言以欧洲
为标准来进行比较不对；相反，我们应当扩大这种比较，为了进行更多层面的比较，我们特别应当以中国的标准来评价欧洲。”王国斌从完全肯
定或彻底否定“欧洲中心论”的怪圈中跳了出来。更具意义的是，他同样拒绝在“中国中心观”上存在的极端的危险倾向———中国绝对核心
论，从而避免了比较史观中的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的弊端。他在为《白银资本》所写的序言中说：“他向中国人也提出了另一种挑战，即
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而
这正是他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要表达的真意。 

 
  正是在这样一种独特眼光的关照下，王国斌提出了“对称性观点”、“前瞻性分析”、“回顾性分析”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李伯
重把它归纳为“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比较”研究方法。具体地说：“在空间方面，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看中国，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看欧
洲；而在时间方面，则不仅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而且也站在先前某一点看后来。”简言之，从西看中与自中视西相结合，同时从今察古和由
前思后相并行。较之以往那种时空分离和单向性的比较，这种比较当然更为全面和科学。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加州学派另一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所展开的有关中西历史比较研究
的争论，无疑也会深化中国史的研究。该书不是把中国作为欧洲假定的对立面，而是把所有的比较对象（英国、西欧、日本、印度）都进行互相
对照。而在中国学者中，李伯重提出的“江南模式”就是在全面检讨原有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从中西历史的互动比较中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典
范。“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对中国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比如对华南和华北的研究，可以通过互为主体，既
比较两个区域的“异”，又比较两者的“同”，来考察各自的特色。如果能对中国各大区域都做这样的比较研究，最终描绘出来的将是一幅更加
生动全面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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